
 

 

“国际贸易—碳排放”网络的结构特征

与传导路径研究

张同斌，孙    静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文章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矩阵，将网络分析方法与全球向

量自回归方法相结合，充分捕捉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及碳排放联系，合理描述了国际碳排放关系的网

络特征。研究结论为：发达经济体的点入度较大，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点出度较高，发展中

国家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部分碳排放责任，这与国家间产品流动及其引发的碳转移方向一致，网络中

心度的提升即国家间经济联系和生产环节增多会推动碳排放量增长。在中国碳排放波动的冲击来

源中，除日本外的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正向冲击效应，新

兴经济体经济产出对中国碳排放具有“U”形的负向冲击效应，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出口贸易商品

结构是导致代表性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冲击效应差异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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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环境问题，正在对全球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总量在经历了短暂的稳定期后又呈现出较强的上升趋势，2017 年世界

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 325 亿吨，较 2016 年增长 1.4%，中国排放量增长率为 1.7%，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上升加快了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以中国

为例，2016 年我国年平均气温为 10.36 ℃，较 1981−2010 年平均气温提高了 0.81 ℃，新的气候环

境下极端高温越来越普遍。目前各国在国际碳排放中的努力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中设定的

目标，遏制碳排放继续上升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一国产生的碳排放不仅会对本国产生影响，还会扩散到大气层中，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导致各个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并不能独善其身，即碳减排需要世界

各国的共同努力，对碳排放的研究也应在国际视角下进行。并且，碳排放主要是由经济生产活动

导致的，控制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阻碍。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等

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各国对碳减排冲击本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担忧不断上升，国际

碳减排进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因此，在国际视角下，探究国家间碳排放关联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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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间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十分必要。

现有文献对国际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隐含碳、国际碳泄漏、经济发展与

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贸易隐含碳问题的早期研究侧重于国际贸易碳转移对碳排放的

影响渠道分析（Grossman 和 Krueger，1993；Copeland 和 Taylor，1995；Antweiler 等，2001）。随着国

际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开发和完善，许多学者采用投入产出法对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更为精确

的测度（Wyckoff 和 Roop，1994；Machado 等，2001；齐晔等，2008；Peters 等，2011）。王文举和向其

凤（2011）验证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碳排放的现象，蒋雪梅和刘轶芳（2013）指出了国际

碳转移主要是由于各国技术差异导致的。

由于各国采取不同强度的碳减排政策，可能会导致碳泄漏现象，即采取相对严格碳减排政

策的国家碳排放减少的同时，会使碳减排政策较为宽松的其他国家碳排放增加（彭水军和张文

城，2016）。Copeland 和 Taylor（2005）通过构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对国际碳泄漏形成的理论机

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碳泄漏的发生与否取决于贸易条件、收入效应和消费替代效应等；牛玉静等

（2012）则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全球碳泄漏程度进行了估算，认为美国参与碳减排可显著

减少国际碳泄漏。对于碳泄漏问题测度及形成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是大多数研究忽视

了国家间碳排放的结构特征。

在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是重要的理论基础（Grossman 和 Krueger，1993），很多学者对于这一理论在各国的适用性进

行了检验（Holtz-Eakin 和 Selden，1995；Zhang 和 Cheng，2009）。然而，Coondoo 和 Dinda（2002）指

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双向影响，导致模型存在内

生性问题。此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研

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对单个国家进行分析，在国际视角下针对各国经

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双向冲击效应及传导路径的研究并不充分。

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各国之间的碳排放产生了关联，一国的碳排放不仅受到国内生产活

动的影响，还通过进出口活动形成了国际碳排放的流入和流出效应，应充分捕捉国家间的经济

及碳排放联系，合理描述国际碳排放关系的网络特征。网络分析是系统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主

要应用于社会学和管理学中，近期也被频繁应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徐振宇，2013），运用

网络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揭示国家间网络的全局性特征及各经济体在网络中的地位等（Rauch

和 Watson，2004；刘华军等，2015；李敬等，2017）。

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各国间的碳排放产生了相互影响，进而产生了复杂的碳排放关

联，并且碳排放的关联性已经超出地理范围的限制，并逐渐形成了多节点、多路径的网络形态。

因此，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国际碳排放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不仅符合现实的碳关联

特征，而且为各国间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国家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相互冲击效应通过错综复杂的多路径实现传导，应充分考虑各

国经济产出与碳排放的联立关系。全球向量自回归（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on，GVAR）方法对

经典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扩展（Granger 和 Jeon，2007），其将各国的经济联系设置为连接矩阵，

是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有效工具（张延群，2012）。张红等（2014）、王美昌和徐康宁（2015）基于

GVAR 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分析了不同开放程度下经济增长与

碳排放动态关系的传导路径等。

本文还在国家间碳排放关联矩阵的基础上，构建权重矩阵并嵌入到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

模型中，对各国之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准确的测度，深入挖掘了国际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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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碳排放的内在联系，准确识别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传导渠道和动态关系，这有助于

各个国家特别是我国协调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达

成碳减排的约束目标。

二、“国际贸易−碳排放”矩阵的构建及网络分析方法

（一）国际碳排放矩阵的构建。为表述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紧密关联，参照 Chang

和 Shih（2005）、Montresor 和 Marzetti（2009）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多区域投入产出（International
Multi-Region Input-Output，IMRIO）表和各国碳排放量数据构建国家间“国际贸易−碳排放”矩阵，

简称国际碳排放矩阵。国际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如式（1）所示。 x1
...
xn

=
 a11 · · · a1n

...
. . .

...
an1 · · · ann


 x1
...
xn

+


∑n
j=1 y1 j

...∑n
j=1 yn j

 （1）

∑n
j=1 yi j

其中，xi 是国家 i 的总产出，aij 为国家 j 对国家 i 的直接消耗系数，yij 为国家 j 对国家 i 的最终需

求， 为第 i 国家最终需求的加总，n 为国家总数。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是各国行业之间中间产品投入和使用关系的重要体现形式，将其与碳排

放数据相结合，能够合理地测度国家间和行业间的碳排放量和碳转移量。本文以各个国家为节

点，得到国际碳排放矩阵：

P = (ĉ) (x̂)−1(I−A)−1Y （2）
ĉ x̂

L = (I−A)−1

其中， 、 分别代表各国的碳排放量和总产出的对角矩阵，其对角线元素分别为各国的碳排放量

和总产出，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其元素 Lij 表示为满足 j 国家单位最终产品需求时 i 国

家生产的总产品数量，A 为国家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Y 为最终需求矩阵。

本文采用的国际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该投入产出表由欧盟 27 个成员国和欧盟之外的 12 个重要经济体组成，其他国家和地区被

放入 ROW 区域，数据区间为 1995 年至 2014 年。碳排放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为与 WIOD 中的数据相匹配，本文选取了 WDI 数据库中 39 个经济体

1995−2014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地，为便于分析，本文将 27 个欧盟成员国合并为 1 个欧

盟地区，对投入产出表和碳排放数据逐年进行了合并，再运用式（2）计算得到每一年的国际碳排

放矩阵。

为使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碳排放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首先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门限

值 m，将国际碳排放矩阵 P 二值化为 D，即选择 m 值使国际碳排放矩阵满足：

di jt =

{
1, Pi jt ⩾ m
0, Pi jt < m （3）

其中，Pijt 为第 t 年国际碳排放矩阵第 i 行 j 列的元素，dijt 为二值化碳排放矩阵 D 中对应的元素。

在对国际碳排放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时，关键的一步是选取门限值 m，本文首先通过初步

的灵敏度测试确定合适的门限值范围，即在门限值由低到高变化的过程中，二值化矩阵的整体

特征相对稳定。例如，随着国家间生产关系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反映国际碳排放矩阵整体性的

网络密度应逐渐增大且波动程度较小，同时还应保证各个年份国际碳排放网络的结构特征显著

等。因此，本文设定门限值在 0 至 10 的区间内变动，步长为 0.01，选取门限值 m=3.1，在二值化的

国际碳排放网络中保留了足够多的联系，且省略了微弱的碳排放关联，便于分析碳排放网络显

著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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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结构分析方法。本文主要从刻画个体位置特征的中心性方面对国际碳排放网络的

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根据中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碳排放影响渠道的不同，中心度又可以划分为度

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三类。

1. 度数中心度：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一国的度数中心度指的是与该国家存在直接碳排放

联系的国家数量，度数中心度越高，则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越多，越处于网络的中心位

置。每个国家的度数中心度可基于点入度和点出度计算得到，其中点入度指的是一国通过进口

将本应属于该国的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关系数量，点出度则是一国出口而为其他国家承担

的碳排放，是其他国家转移到本国的关系数量。在二值化的国际碳排放矩阵中，第 t 年第 i 国家

的点入度（IIndit）和点出度（IOutdit）的计算公式分别为式（4）和式（5）。

IIndit =
∑

j(i, j)
d jit, 0 ⩽ IIndit ⩽ n−1 （4）

IOutdit =
∑

j(i, j)
di jt, 0 ⩽ IOutdit ⩽ n−1 （5）

由于点入度和点出度是绝对量，对于不同年份、不同规模的碳排放网络而言，不能直接进行

比较。在两者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度数中心度，不仅完整地体现了国际碳排放的关联特征，而且

是相对量可以用于多维比较。本文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一国的出度、入度之和与最大可能的度

数之比表示国家度数中心度，第 t 年国家 i 度数中心度（IDeit）的计算方法为：

IDeit = (IIndit + IOutdit)/(2n−2) （6）
产品流动是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点入度和点出度的经济载体，点入度衡量一国将碳排放转移

到其他国家的程度，而点出度则衡量承担来自其他国家的碳转移程度，二者的综合度数中心度

则反映了一国通过经济关联对其他国家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力。

2. 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是反映一国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中介”或“桥梁”作用的指标，

第 t 年国家 i 对于国家 j 和国家 k 而言的中间中心度为：

b jkt (i) = g jkt (i)/g jkt （7）

其中，gjkt 为第 t 年国家 j 和国家 k 之间存在的捷径数量，即国家 j 通过碳排放网络与国家 k 建立

联系所需要经过的最短关系链的数目，gjkt（i）为 gjkt 中经过国家 i 的捷径数目，则 bjkt（i）可以表示第

t 年国家 i 控制国家 j 和国家 k 碳排放关联的能力。

将国家 i 相对于网络中所有国家的中间度相加，得到第 t 年第 i 国家的中间中心度（ICABit）：

ICABit =
∑

j

∑
k
b jkt (i), i , k , j, j < k （8）

中间中心度表示在产品流动引致的国际碳转移关系网络中，一国处于各条碳转移关系链上

中间环节的程度，衡量对于其他国家之间碳排放关联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其值越高意味着该国

控制其他国家碳排放关系的能力越强。

3. 接近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利用国家间捷径的“距离”来表示一国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中

心性，如果国家在碳排放网络中与其他国家的捷径“距离”都很短，则该国在网络中处于中心行

动者位置。一国的接近中心度是国家与网络中其他国家的捷径距离之和，第 t 年国家 i 的接近中

心度（ICAPit）定义为：

ICAPit =

(∑
j
f jit +

∑
j
fi jt

)
/(2n−2) （9）

其中，fijt 为第 t 年国家 i 到国家 j 的捷径距离。

一国的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该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碳排放联系的难易程度，反映了与各个国

家之间存在经济联系进而产生碳排放联系的行动力，接近中心度越低，该国通过经济联系与其

他国家取得碳排放联系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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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碳排放”网络的结构分析：基于节点的视角

本文计算个体的网络结构指标，对各国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位置等进行刻画，计算得到

1995 年、2014 年各国的点出度、点入度和度数中心度，绘制了散点图如图 1 所示，其中虚线为

45 度分割线。

在图 1 中，将 1995−2014 年各个国家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进行对比可得，入度大于出度的国

家主要为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而出度高于入度的国家则多为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基于资源禀赋的视角分析，发达国家对基础性原材料、初

级产品和能源资源的需求量较大，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较多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通过产品进口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和碳排放联系，因而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发达国家的

入度较大。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依靠资源禀赋生产了大量的要素密集型中间产品供给发达国

家使用，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出口的同时，接收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碳输入，因而其出度较高。

如前所述，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一国的度数中心性衡量的是与此国家存在直接碳转移关

系的国家数量，在图 1 中大部分国家都位于 45 度线以上，反映出网络中国家个体的中心性提

高。其中，中国的入度、出度和度数中心度均较大。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在其市场规模、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作用下，中国也融入世界生产网络并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通

过中间品贸易和加工贸易等途径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大量的生产联系，碳排放关联随之建立。特

别是 2013 年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后，中国更为迅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生产关联及

碳排放关联的网络密度进一步加大。

与之相对，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等，1995−2014 年上述发达经济体的度数中心度

基本处于 45 度线左右，中心性没有明显提升，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位置相对稳定。与发达经

济体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其度数中心度均

有显著提升，然而由于经济规模或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其度数中心度很低，大多处于碳排放

网络的边缘位置。

除了度数中心度之外，本文还根据式（8）和式（9）计算了各个经济体的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

度，以充分反映一国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中心性特征，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图 2 显示，中国、俄罗斯、美国及欧盟等经济体具有较高的中间中心度，上述国家在国际碳

排放网络中控制其他国家之间生产及碳排放关联的能力较强，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属于关键的

节点。这也充分表明，国际商品贸易经由中国、美国等国家的路径多、概率高，这些国家由于产品

生产和国际贸易所引致的碳排放在世界碳排放总量中占有很高比重。1995−2014 年，中国的中

间中心度增长幅度最大且远超过其他国家，这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紧密相关。作为“世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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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代表性经济体的出入度与度数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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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表现为“中间在内、两头在外”的特征，即从发达国家进口零部件经加

工组装后再返回到发达国家和流向第三国，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使得中国在国际碳

排放网络中的“桥梁”位置十分突出。

与中间中心度的结果类似，通过对图 3 中接近中心度的测度结果分析可得，美国、俄罗斯以

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接近中心性较小，上述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构建碳排放联系所经由的国

家数相对较少，属于国际碳排放网络的中心行动者，处于碳排放网络的核心位置。此外，图 3 显

示，1995−2014 年所有经济体的接近中心度均处在 45 度线以下，说明网络中国家之间碳排放联

系的路径更短，碳排放伴随着产品流动能够更为快速地转移到网络中的其他国家，在国际碳排

放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国家建立了更为直接的碳排放联系。

四、国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传导分析：基于路径的视角

本文在对国际碳排放矩阵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再次使用国际碳排放矩阵作

为国家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从网络关联的角度探究一国经济增长通过碳排放网络的传导对其

他国家碳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与第三部分不同，这一部分充分利用了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关联

路径，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突出的是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点”和“线”的特征。本文

基于 Pesaran 等（2004）提出的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选取中国以及美国、欧盟、日本、俄罗

斯等代表性经济体，探究中国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分析其他国家经济增长

对中国碳排放的冲击效应。

（一）GVAR 模型的构建。参照张延群（2012）对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理论及方法的描

述，本文设定了国际碳排放问题的 GVAR 模型，首先设定各个国家的 VARX *模型为：

Xit = αi0+αi1t+ΦiXit−1+Λi0X∗it +Λi1X∗it−1+εit （10）

Φi

其中，Xit 为第 t 时期第 i 个国家的国内变量向量，其元素个数为 ki，Xit
*为与 Xit 相对应的国外变量，

元素个数为 ki
*，并且假定 Xit

*具有弱外生性。 是 ki×ki 的系数矩阵，Λi0 和 Λi1 是 ki×ki
*的系数矩阵，

εit 为元素个数为 ki 的冲击向量，假设其为非序列相关的且均值为零。

其次，设定表示各国之间关系的连接矩阵，将各个国家的 VARX *模型连接为全球模型。基

于 Boschi 和 Girardi（2011）、Eickmeier 和 Ng（2015）的研究可知，连接矩阵可以选取贸易、投资和地

理距离等反映国家间联系的变量进行构建，大多数文献中也广泛采用了上述变量构造连接矩

1995年中间中心度

中国

澳大利亚

欧盟

美国

俄罗斯

土耳其

印度

韩国

日本

墨西哥 印度尼西亚

巴西

加拿大

0

50

100

150

200

250

0 50 100 150 200 250

2

0

1

4

年
中
间
中
心
度

 
图 2    代表性经济体的中间中心度

1995年接近中心度

中国

土耳其

巴西加拿大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墨西哥

韩国日本

欧盟

美国

俄罗斯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2

0

1

4

年
接
近
中
心
度

 
图 3    代表性经济体的接近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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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本文基于计算得到的 1995−2014 年每一年的“国际贸易−碳排放”矩阵构造连接矩阵，动态

国际碳排放矩阵更加符合国家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变动的现实。在国际碳排放矩阵的基础

上，计算得到国家 j 转移给国家 i 的碳排放占世界各国转移给国家 i 总碳排放的比重 wij，对应的

国外变量可通过 wij 加权计算得到。例如，国外产出变量 Yit
*的计算方法为：

Y ∗it =
∑N

j=0
wY

i jY jt （11）

然后，需要对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影响的传导途径加以设定，可设置国外变量 Xit
*的

当期值和滞后值都会对国内变量 Xit 产生影响，各国变量 Xit 都会受到全球外生变量的冲击，误差

协方差矩阵的存在意味着各国之间存在当期冲击的相互影响。

最后，对 VARX *模型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构建相应的 WECMX *模型，并通过连接矩阵将

各个国家的 WECMX *模型整合为 GVAR 模型。将式（10）改写为：

AiZit = αi0+αi1t+BiZit−1+εit （12）

Zit =

(
Xit

Xit
∗

)
Ai =

(
Iki ,−Λi0

)
Bi = (Φi,Λi1) ki×

(
ki+ k∗i

)
其中， ， ， 为 的矩阵，且 Ai 满秩。

Xt =


X0t

...
XNt

 k =
∑N

i=0
ki ki×

(
ki+ k∗i

)
假设 ，则 Xt 为 k×1 的向量， ，设 Wi 是由连接矩阵元素构造的

矩阵，则有：

Zit =WiXt （13）
综合式（12）和式（13），得到式（14）：

AiWiXt = αi0+αi1t+BiWiXt−1+εit （14）
将式（14）改写为上下叠加的形式，得到 GVAR 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

GXt = α0+α1t+HXt−1+εt （15）

α0 =


α00

α10

...
αN0

 α1 =


α01

α11

...
αN1

 εt =


ε1t

ε2t

...
εNt

 G =


A0W0

A1W1

...
ANWN

 H =


B0W0

B1W1

...
BNWN

其中， ， ， ， ， 。

将全球共同外生变量加到 GVAR 模型中，得到扩展的 VARX *模型如式（16）所示。

Xit = αi0+αi1t+ΦiXit−1+Λi0X∗it +Λi1X∗it−1+ψi0dt +ψi1dt−1+εit （16）

其中，dt 为全球共同变量向量，元素个数为全球外生变量的个数，共同变量具有弱外生性。

在式（15）和式（16）的基础上，最终得到扩展的 GVAR 模型为：

GXt = α0+α1t+HXt−1+ψ0dt +ψ1dt−1+εt （17）

本文中的 GVAR 模型由欧盟和其他 12 个国家共 13 个经济体的 VARX *模型组合而成，基于

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的计算可知，2014 年模型中 13 个经济体的 GDP 之和占世界 GDP 总

量的 83%，碳排放量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比例为 75%，因而能够反映全球经济发展及碳排放的整

体特征。

参照 Prell（2016）中有关控制变量的选取方法，从影响一个国家碳排放的经济发展、产业结

构、贸易水平、能源消耗四个重要方面进行变量选取，对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 VARX *模型，国内

变量选择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 GDP、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及

能源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为保证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收敛性，并

得到准确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 EViews 9.0 软件将部分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全球共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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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国际石油价格，记为 poil，石油价格的季度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网站，样本区间为

1995 年第 1 季度到 2014 年第 4 季度。

（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GIRF）是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能够反映模型中经济产出变量与碳

排放变量之间的动态冲击效应。本文对 GVAR 模型进行估计后，采用 GIRF 方法对中国与代表性

经济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对其他经济体碳排放

的冲击效应，另一方面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为简化起见，本

文仅选取了与中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 9 个代表性经济体进行分析，按照经济体类型可以划分

为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及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三组，其中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欧盟；金砖

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印度；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

1. 中国经济增长对代表性经济体碳排放的冲击效应与传导路径。对中国实际 GDP 进行一

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得到 9 个代表性经济体碳排放量的响应函数值，结果如图 4 所示。

在图 4 中，中国经济增长冲击下代表性经济体碳排放脉冲响应函数的变动趋势显示，除印

度表现出“U”形特征外，其他各经济体基本表现出倒“U”形特征。对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

济体和俄罗斯、韩国而言，中国经济产出的增加在初期能够显著降低其碳排放，在国际化分工的

背景下，中国生产的污染型初级产品出口到上述国家中，为其生产提供了必需的中间品，降低了

其高能耗和高排放中间产品的生产水平，从而减少了本国的碳排放。当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输

入到上述国家后，还会使得相关行业的生产规模扩大，规模效应引发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增加对

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当其逐渐抵消了产品输入导致的碳排放减少幅度时，上述国家碳排放出

现了增长的趋势，图 4 显示，在第 2−3 期左右，美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的脉冲响应函数开始由

负转正。随着中间产品完全消耗和经济产出规模趋向平稳，上述国家的碳排放量增速逐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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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经济增长对代表性经济体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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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特别是在第 9 期以后，美国、日本等国家碳排放的脉冲响应函数又低于零值，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后实现了产业和碳排放的共同转移，进而使碳排放出现了

负增长。

根据图 4 可得，中国经济增长对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冲击效应也

呈现出倒“U”形的变动趋势，但两个国家的脉冲响应函数一直大于零，并没有表现出碳排放增长

量正负交替的特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对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主要不体现在产品

出口上，而是表现在产业转移中，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大，并利用资本

边际回报率较高的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和承接国家产业转移，中国经济增长与部分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经济生产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促使其碳排放量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印度碳排放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初期响应是负向的，这与两国的经济结构

和对外贸易结构相关。由于劳动力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近似，中国和印度在国际产

业分工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重合，例如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占有较高比重以及低附加值劳动

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较大等，两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高度的竞争关系，因此中国的经济

增长会导致国际市场上对印度产品的需求缩减，对其经济产出具有抑制作用，导致印度的碳排

放量也随之减少。但是，图 4 显示，在第 8 期之后，印度碳排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冲击的脉冲响应

函数由负转正，来自中国的竞争效应促使印度加大了中间品的生产和输出，从而使得印度的碳

排放逐渐回升。

此外，在中国经济增长冲击下 9 个代表性经济体的碳排放在响应大小和响应时滞上存在一

定差异，其中美国碳排放脉冲响应函数的波动幅度和响应速度均是最为突出的。中国与美国的

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对美国的进出口呈现相对稳定且快速增长的特征，2014 年中国对美国的进

出口额同比增长 6.6%，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占比高达 11.2%。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在

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中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即从事加

工、组装等活动，一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水平，而美国则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中国经

济产出冲击沿着全球价值链自下而上传导，引致美国碳排放波动较为明显。

2. 代表性经济体产出增长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与传导路径。本文分别对 9 个代表性经

济体的实际 GDP 进行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得到中国碳排放量的脉冲响应图形。

如图 5 所示，美国和欧盟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正向冲击效应，而日本经济

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则具有“U”形的负向冲击特征。如前所述，由于美国、欧盟两大发达经济体产

出增长对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中间产品的需求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碳排放量的增加，

中国碳排放的脉冲响应函数开始上升。在美国、欧盟对来自中国的中间品消耗完成后，即产品的

生产周期结束后，两大经济体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刺激效应减弱，中国碳排放的脉冲响应函数逐

渐回落。对于日本而言，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大量进口了原产自日本的中间产品，将其加

工后又出口到美国和欧盟，“中国制造”中含有一定程度的“日本成分”，这一点也在中国对日本

贸易长期以来的持续逆差中得以体现，特别是日本向中国出口和输入了大量高技术含量和高增

加值的中间品，大幅减少了中国同类和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使得碳排放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降。

在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冲击下，中国碳排放的脉冲响应函数表现出

明 显 的 倒“U”形 特 征 ， 且 响 应 函 数 值 均 为 正 。 金 砖 国 家 与 中 国 经 济 的 贸 易 合 作 十 分 紧 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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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 年，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形下，金砖国家国际贸易总额年均增速超过 30%，各金

砖国家之间的年均贸易额超过 3 000 亿美元。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合

作的深化促进了各国以扩大进口的形式拉动中国的产品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而对碳排放产

生了正向冲击效应。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的冲击效应在第 5 期左右达到峰值后开始

呈现下降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以对外投资的方式向市场潜力较大的金砖国家实现了部

分产业的转移和碳输出，国内的碳排放量增速下降。

与金砖国家的冲击效应相反，中国碳排放对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

长冲击的响应函数呈现“U”形变动趋势，且响应函数值基本为负。在国际贸易中，中国与部分新

兴经济体国家呈现出相互依赖性，特别是在进口方面，新兴经济体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丰富的

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及橡胶塑料等初级产品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并且印尼

等国是中国产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因此其经济增长有助于中国碳排放的输出

和国内碳排放量的降低。韩国向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光学产品和集成电路产品较多，在与韩国

的贸易往来中，中国通过“进口中学”和“出口中学”引进先进技术，激发了创新动力，获得部分清

洁型或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使得自身碳排放量逐渐减低。

在代表性经济体经济发展对中国碳排放冲击效应的幅度方面，日本和墨西哥对中国的负向

冲击效应最大，巴西对中国的正向冲击效应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

的类型决定的。日本、墨西哥主要向中国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等，会对中国国内同类产品的

生产形成替代效应，进而减少中国的碳排放。与之不同，巴西的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的

丰裕度很高，通过将其出口到中国后，推动了中国高耗能和高排放行业的发展，进而促使中国的

碳排放量快速上升。因此，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是导致代表性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影响

程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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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代表性经济体产出增长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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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本文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矩阵，将网络分析方法与全球向量自

回归方法相结合，厘清了国际碳排放网络的结构特征，采用动态的碳排放连接矩阵识别了国家

间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传导路径，得到研究结论如下：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发达经济体通过大

量进口中间产品实现了碳转移，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点入度较大，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

家进行产品出口的同时接收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碳输入，导致其点出度较高。发达国家实现了“产

品输入和碳输出”，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产品输出和碳输入”的特征。中国通过加工贸易等途

径与其他国家建立了大量的生产及碳排放联系，碳排放关联随之建立并日益密切。总体而言，发

达经济体的中心度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位置相对稳定，与之相对，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

国家度数中心度均有显著提升。在国家个体网络位置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网络关

联的角度研究国家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冲击效应，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显

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下，除印度外代表性经济体的碳排放呈现出倒“U”形的变动特征，中

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输入导致的碳排放减少效应与刺激生产规模扩大引发碳排放增长效应的大

小关系决定了代表性经济体碳排放的变动方向。除日本外的发达经济体及金砖国家产出增长对

中国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正向冲击效应，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则具有“U”形

的负向冲击特征，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出口贸易商品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代表性经济体

与中国之间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冲击效应的差异。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应充分考虑各国在国际碳排放网络中的关联特征，根据各自的

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及生产结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减排策略，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

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并对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输出减排技术和进行减排援助等，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而言，在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加大碳减排技术或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特别是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技术的创新，不仅是从根本上降低中间品生产中的碳排放进而减少国际间碳转移量的

关键所在，而且是发挥中国对世界碳减排贡献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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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Zhang Tongbin,  Sun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Summary: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social network metho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which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carbon emis-

sion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ssociation matrix of carbon emissions among countries, we spe-

cify weight matrices and embed them into the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GVAR) model, which makes a

more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among coun-

tries, and deeply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

sions.

　　Firstly,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in the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are analyzed. The res-

ults show that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developed economies have achieved carbon trans-

fer through importing a larg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their in-degree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is large. Comparatively, the BRIC countries and the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received car-

bon import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while exporting products, resulting in their high out-degre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chieved “products import and carbon export”,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export and carbon import”.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production

link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processing trade and other ways, and then the carbon emission link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In general, the centrality of developed economies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while the degree of centr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emerging econom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matrix, we fur-

ther explore the impacts of on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on other countries’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the

carbon emission network transmi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assoc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

der the shock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changes of carbon emissions of representative economies, ex-

cept India, show inverted “U” shape characteristic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ed countries except Ja-

pan and BRIC countries has positive effects of inverted “U” type o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while the eco-

nomic outputs of emerging economies exert “U” typ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China.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modity exports can largely explain the

shock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between representative economies and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transfer； network structure； transmission path；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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